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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關係為甚麼總是出現周期性的不穩定？回顧每一次邦交正常化的 

十周年紀念，兩國之間的政治對立總呈現出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規律。

二十年前的200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三十周年，兩國關係由於時任日本首相

小泉純一郎不斷參拜位於東京九段下、供奉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而跌至冰

點。201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四十周年，兩國關係則因釣魚島（日稱「尖閣諸

島」）領土糾紛陷入低谷，幾近兵戎相見。相比之下，2022年，中日邦交正常

化五十周年，兩國關係相對平穩，卻也暗濤洶湧，危機四伏。自2020年以

來，世界形勢迎來大變局。中美大國競爭，領土糾紛迭起，台海對立再燃，

中日兩國關係依然面臨諸多外部因素的挑戰。

回顧過去五十年，在兩國關係中不斷浮現的對立點實際上都是中日歷史

遺留問題的重複爆發。本文嘗試回歸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中日關係的原點，意

圖討論五十多年前尚未完成的中日和解如何導致雙邊關係總是起伏不定。中

國和日本，作為東亞地區的兩個大國，究竟如何才能夠實現和平共處？筆者

將從國際關係學（international relations）的角度來分析中日戰略互疑的根源、

現狀和解決之道。

一　過去：未完成的和解

中日關係經常陷入周期性的不穩定，在筆者看來，很大程度上是由於雙

方在各個政策領域的認知差距而導致的猜疑所造成的。中日戰略互疑（或相互

不信任）的原點，實際上可以追溯到1972年中日建交之初。在中日關係的研究

領域中，有所謂「1972年體制」的說法，指的是1972年兩國首腦就歷史、台

灣、戰爭賠償、領土等問題提出的一整套處理分歧的協議框架。正是這一框

架的確立，構成了五十年前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政治基礎1。

中日戰略互疑：過去、現在 
與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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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國的角度來看，1972年中日建交具有戰略意義。在蘇聯的威脅下，

北京的對日建交有助於聯合東京應對來自北方的威脅，且有利於中國通過與

日合作加強兩國經貿關係。從日本的角度來看，在當時中美接近的國際大環

境下，中日建交可防止中美兩強在外交上「繞過日本」（Japan passing，即「越

頂外交」），且對時任日本首相田中角榮來說，在國內政治上能有效壓制自由

民主黨（自民黨）內的親台勢力，更有助於日本商界開拓中國大陸市場。就是

在這樣一個相互需要的國際和國內政治環境下，盡快實現邦交正常化成為當

時中日兩國政府的合作共識。按照專攻中日關係史的日本學者、慶應義塾大

學教授井上正也的說法：中日兩國沒有外交關係長達二十三年，卻在短短的

四天內（1972年9月25至28日）完成了談判並實現邦交正常化，其本身就充滿

特殊性。在井上看來，「1972年體制」存在的意義，不在於《中日聯合聲明》這

個協議本身，而在於其構建了一個不激化兩國矛盾的爭端處理機制2。

然而，在「同文同種，一衣帶水」的中日友好口號下，「1972年體制」卻 

也埋下了未來兩國關係對立的隱患。中日關係中的不少歷史遺留問題，如

釣魚島領土糾紛和歷史認識問題，都被當時的兩國領導人以「求同存異」的

方式有意識地擱置起來。然而，隨着老一代領導人（如田中角榮、大平正

芳、周恩來、廖承志等）在兩國政壇的逐漸淡出，沒有戰爭記憶的新一代領

導人進入權力核心，過去中日之間就敏感議題上建立的默契逐漸淡化，導

致兩國之間的結構性對立再次浮出水面。正如美國華人學者何憶南指出，

中日兩國在建交之初就歷史問題的話語建構可被視為一種「國家神話建構」 

1972年《中日聯合聲明》歷史原件史料，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圖片由張望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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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mythmaking）的過程。這一過程不僅沒有縮短兩國之間的相互認知差

距，也沒有謀求獲得普通民眾的充分理解，導致兩國在1972年建交後並沒有

達成真正意義上的歷史和解3。1980年代中日蜜月期結束後，兩國失去了一

個坦率解決歷史認識差異的黃金機會，往後實現歷史和解的機會愈來愈渺茫。

二　現在：中日誤認知的擴散

在以上「未完成的和解」的歷史遺憾下，中日兩國邁入二十一世紀。在後

冷戰時代的國際政治分析中，曾一度有觀點認為中日之間緊密的經貿合作關

係和人員往來，將逐漸化解兩國之間在政治上的不穩定因素，進而促進兩國

進一步合作。然而，進入2000年代，有學者發現，中日經濟上的相互依存依

然無法化解兩國之間的政治對立，雙方的摩擦在小泉執政時期（2001-2006）

反而變本加厲，令中日關係進入「政冷經熱」的狀態4。

隨着2010年以後中國國力的日漸強大和日本國力的相對衰落，中日雙方

的政治和社會菁英開始積聚對另一方的不滿情緒。從日本角度來看，外交防

衞方面對中國的總體態度屬戰略防禦，其背後的心理是強烈的不安感和不確

定性。日方有觀點認為，中國總是利用歷史問題向日本發難，謀求日方在其

他問題上作出讓步，並對中國日漸進取的安全政策和外交姿態感到不安。日

方對於中國崛起的核心問題是：中國究竟是戰後國際秩序的維護者還是挑戰

者？中國強化軍備的真實目的究竟是甚麼？從歷史上來看，中日關係過去一

直處於日強中弱的態勢。2000年代後，中國航母艦隊頻頻東出第一島鏈演

習，作為海洋國家的日本在地理上感受到中國迅速崛起的第一線壓力。在政

治制度上，日本一直自認為西方民主國家一員，視中國為非普世性的異質國

家。不少日本防衞問題專家認為，目前中國的一些行為不符合國際慣例，有

挑戰現有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之嫌5。

另一邊廂，中方一直懷疑日方在歷史問題上反省和道歉的誠意，因此在

解讀日本的安全政策時往往傾向將其擺在中日之間的歷史恩怨脈絡中來審

視，對日本在各個政策領域（例如台灣問題和釣魚島領土糾紛）上的外交動作

抱着懷疑和警惕的態度。隨着中國近年急遽崛起，自2014年以來北京對日研

究圈調整對日本的認知與定位，出現了所謂「中日關係拐點論」。該論點認

為，目前中日關係正處於十字路口。1895年甲午戰爭後日強中弱，2010年中

國國內生產總值（GDP）超越日本後慢慢轉向日弱中強，中日到底是合作夥伴

還是競爭對手，是要實行戰略互惠還是戰略對抗，目前還是未知之數。北京

對當時擔任日本首相（2012-2020）的安倍晉三的真正意圖一直有所懷疑，並存

有強烈的不信任感。2014年7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博鰲論壇會見前日本

首相福田康夫時曾明言：看不透安倍希望如何和中國打交道？推動日本行使

集體自衞權背後的動機是甚麼？「積極的和平主義」的真正意思是甚麼？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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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一方面表示願意打開大門和中方會談，另一方面其閣員在歷史問題上的

發言和自衞隊在釣魚島海域的執法強化，令北京感到日方發出的信號前後矛

盾，難以信任6。

在此，筆者試圖借用國際關係學研究對外決策過程中的認知與誤認知的

學術文獻和概念，來展示目前中日相互猜疑的模式。2021年去世的美國著名

國際政治學者傑維斯（Robert Jervis）在其經典著作《國際政治的認知和誤認知》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中曾提到國家在對外決策

時經常出現誤認知的形成模式。例如：認知相符現象（cognitive consistency）令 

決策者總傾向將新的信息歸入原有的認知框架，導致誤認知在決策中不斷被複

製；歷史包袱現象（historical burden）傾向將性質不同的現實事件和歷史事件牽

強地聯繫在一起，導致不恰當的歷史類比7。此外，英國戰略學者布斯（Ken 

Booth）也曾提到民族中心主義（Ethnocentrism）這一現象如何誤導決策者的對外

認識。布斯認為，所有國家和社會都會有一種危險傾向，即常常以自己的文 

化視角去解讀或揣測其他國家和社會的行為和觀念，從而導致誤算和誤判。

他主張，國家的戰略決策者應嘗試多了解其他國家的文化背景，並多以其他國

家的視角來理解世界並依此幫助制訂國家戰略，以「國家的戰略人」（national 

strategic man）取代「理性的戰略人」（rational strategic man），避免誤判發生8。

以下筆者將展示這些類型的誤認知現象如何發生在中日關係的脈絡之中，以圖

說明在「未完成的和解」的歷史背景下中日戰略互疑構造背後的複雜性。

（一）認知相符現象

日本社會對中國認知的一大誤區，是把中國社會的對日不滿情緒放在「愛

國主義教育的結果」這一固定認知框架下來解讀。過去幾十年來，日本社會看

待中國社會的對日不滿，往往會從反日教育的角度來分析。例如，對於在

2005和2012年中國的對日抗議遊行中出現的暴力事件，日本社會主流輿論便

把原因歸結為反日教育，並把中國視為一個不可理喻的異質國家。日本社會

似乎沒有明白到：中國社會對日本的不滿，和鴉片戰爭以來飽受包括日本在

內的西方列強欺凌的屈辱歷史和悲情記憶直接有關。不少中國知識份子認

為，沒有1930至40年代的日本侵華，中國的現代化或許早就完成了。在中國

人的意識中，歷史不只是歷史學家的事，而且是今後兩國關係發展的教訓，

必須依據恆定道德價值觀念來加以反省。日本社會的主流輿論也沒有認識

到：1972年中日建交在很大程度上是在當年中國政府壓抑民間對日不滿的前

提下締結的，這些不滿隨着1990年代後中國社會持續不斷的多元開放漸漸浮

出水面。因此，把中國社會的道德訴求解讀為「愛國主義教育的結果」顯然是

不準確和不全面的。

早稻田大學的華人歷史學者劉傑在其著作《中國的強國構想》中也從中日

近代史的角度指出，日方對中國社會的認識一直以來存有誤區。劉傑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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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的中日關係和1930年代中日關係的構造相似，即中國社會充滿了呼喚恢

復國家統一獨立的民族主義聲音，但日本卻從國際條約的合法性角度，把中

國的對日輿論訴求歸結為當年國民政府的反日教育和反日政策9。無獨有偶， 

有研究香港問題的日本學者也留意到，1990年代發生在香港和中國內地的對

日抗議在表現形式上有所不同，香港對日抗議是以相對和平的方式進行的，

並沒有出現衝擊在港日本人的暴力行為bk。這一研究也暗示：1997年回歸以

前的香港對日抗議案例，顯然不能用「（反日）愛國主義教育」的認知框架來解

釋，因為「（反日）愛國主義教育」這一因素在回歸前的香港是不存在的。

中國看待日本，基於懷疑日本反省歷史的誠意，也存在着固化的認知模

式。2013年12月26日，時任首相安倍參拜靖國神社。當年日本雅虎（Yahoo）

網站調查顯示，八成日本網民支持安倍的參拜行為。當時，中央電視台名主

播白岩松在新聞評論節目中慨歎，難道日本民意真的極速轉右，支持安倍為

侵略戰爭暴行歷史漂白？其實，《讀賣新聞》在次年1月13日公布的民意調查

顯示：47%的受訪日本民眾不支持安倍到靖國神社參拜。即使支持參拜的民

眾，也未必認同安倍的歷史認識，而是出於追悼被無辜捲入戰爭的親人的樸

素感情bl。然而，這一民間受害者意識，時而被當權的日本右派政治家挪

用，把民眾對無奈被迫出征的家人的哀悼，轉換成對戰時日軍「英勇戰績」的

光輝宣傳，令其他國家誤以為日本民眾也在全面支持安倍的右翼史觀。

從日本的內部視角來看，和平主義依然是日本社會根深蒂固的共識。這

主要來源於二戰期間日本民眾在太平洋戰爭中的悲慘遭遇和針對「國家」這一

他者的受害者意識。雖然這一認識與中國戰爭受害者要求的反省仍然存有一

定距離，但這一反省本身是樸素的反戰和反核思想，與鼓吹為侵略歷史翻案

的右翼史觀是截然不同的。日本民眾對二戰的普遍感覺是：1945年天皇突然

宣布戰爭結束，他們感到震驚和被騙——軍國主義政府宣稱「聖戰不敗」，他

們為此經歷空襲、忍耐飢餓、遭到核子轟炸，更失去親友。國家來人派發「紅

色徵兵紙」（日稱「赤紙」），連學徒和患重病的男性都要上戰場；心裏縱是萬

般不願，但面對當時整個日本不正常的社會壓力只能強忍。打了敗仗，士

兵、平民仍必須高呼「天皇萬歲」，引彈玉碎以示忠心愛國，軍政大臣卻可出

爾反爾輕易轉向，為了維護國體和宿敵美國握手言歡。日本民眾的這一主流

記憶，是把自己對立於戰前軍國主義主導的這個「國家」。通過每年8月在廣島

和長崎舉行的「原爆」紀念儀式，以及對美軍東京大空襲的回憶，日本不少戰

爭題材的影視作品和書籍中都隱隱地反映出這種對過去戰爭年代「國家」的不

滿和無奈，對國家作為「集體」不把「個人」當成人的憤怒，是日本民族內部的

戰爭反省。而這也形成了戰後遺族追悼被捲入戰爭的親人的感情基礎bm。

此外，日本社會內部有時在歷史認識問題上對中國採取強硬姿態，也 

和其意圖成為正常國家的國民心態有關，並不一定是為了否定侵略戰爭暴

行。正如許多學者指出，日本在戰後一直處於半主權國家狀態，如澳洲國立

大學日本問題專家麥考馬克（Gavan McCormack）把日本稱為「附庸國」bn。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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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以來，日本社會開始渴望擺脫戰後陰影，實現政治意志的獨立，令

日本成為在國際上受尊重的正常國家。而這也影響到日本在歷史認識問題上

的對外態度，最能集中體現這一心態的其中一個案例，就是近十年前有關中

日靖國神社問題的民調記錄。根據日本學者一谷和郎的研究，在是否支持首

相參拜靖國神社的議題上，2001至2005年日本各大主要報章的民調數據顯

示，反對參拜的日本民眾超過支持參拜的受訪者。但是，當把調查提問改為

「是否支持外國政府在靖國問題上的抗議」時，各報民調卻顯示大部分日本民

眾都對中國的施壓持抵制態度。當時日本普遍的輿論認為：日本要有自己獨

立的判斷，不希望首相因為迫於外國壓力而停止參拜靖國神社bo。這反映出

日本人渴望受到別國尊重其獨立意志的心理，未必和否定侵略戰爭歷史的右

翼史觀有關。

（二）不恰當的歷史類比

由於1972年中日建交以來沒有徹底處理歷史問題，不恰當的歷史類比也

經常發生在中方的認知構造中，對日本表現出強烈的不信任感。例如，近年

中國不少觀點傾向從歷史角度來分析日本的對台外交，強調日本對台灣一直

懷有殖民情結，妄圖聯合美國遏制中國，並正加速對台軍事介入的準備。然

而，筆者梳理了過去二十年日本對台政策在微觀層面的規律，發現「對台野心

不死」這類情緒化的認知顯然是不準確的。日本的對台外交在微觀層面與國內

政治、同盟政治和中美日三角關係有關，且這一政治計算並不一定指向支持

台灣獨立或挑動兩岸矛盾的外交政策。

第一個微觀層面的案例發生在2006至2007年第一次安倍內閣時期。這位

在自民黨內名副其實的鷹派首相向來主張對華強硬，上任初期曾引起北京的

強烈警惕，恐其煽動日本國內的反中情緒。然而，正是這位被中方視為危險

人物的右派政治家，在任期間停止參拜靖國神社，並實現了中斷已久的中日

首腦會談。據日本政治記者清水真人在《首相的挫折——小泉繼任者 權力之

黃昏》一書引述前內閣官房副長官下村博文回憶，安倍當時緩和小泉時期緊張

的中日關係，其實是2007年參議院選舉策略的一部分bp。在這一政治計算

下，當年日本的對台政策隨着安倍調整對華戰略而轉向。筆者在研究日本對

華靖國神社外交時，曾專程採訪在第一次安倍內閣執政期間擔任日本駐華大

使的宮本雄二。宮本透露，早在2006年3月安倍當選首相前，外務省即開始

構思和北京改善關係。這一交涉過程由時任外務省二把手、外務省事務次官

谷內正太郎（後來出任第二次安倍內閣的國家安全保障局局長）主導。據宮本

回憶，安倍陣營為了改善和北京的關係，刻意迴避與台灣的外交接觸，甚至

謝絕台灣高官到日本訪問，以免觸怒中方bq。由此可見，從微觀層面來看，

當時日本的對台外交從屬於國內政治，並不是日本對華外交戰略、國家戰

略、特定一派外交思想或殖民情結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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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微觀層面的案例發生在2019年。當年3月，日本《產經新聞》刊登

台灣領導人蔡英文的專訪。在訪談中，蔡英文希望與日本直接進行「台日安保

對話」，包括共用解放軍動向等即時情報。消息一出，兩岸迅速引起熱議，但

當年日本官方卻無意提升日台關係。事實上，日本的對台外交當時受到國際

體系層面「中美日大三角」的支配。根據過往的規律：當日美同盟關係良好，

在兩國目標一致地防範中國的情況下，日台關係會趨向緊密；反之，如果日

美關係出現不穩或出現「繞過日本」的中美外交趨勢，日本會傾向通過對華接

近來平衡美方的不確定性，日台關係就會出現疏離。2017至2020年間，面對

強調「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的特朗普（Donald J. Trump）政府，日美關係

出現高度不確定性。安倍轉向實施現實主義思路的對沖戰略，向北京實施戰

術靠近，在中美兩雄之間尋求平衡點。在這樣的戰略判斷下，日方宣示對台

政策不可超越1972年《中日聯合聲明》中處理台灣問題的底線。2019年「中美

日大三角」制約「中日台小三角」的態勢，順理成章地限制了日本國內保守勢力

對台接近的政治衝動。

第三個微觀層面的案例發生在2021年菅義偉（於2020年接替安倍出任首

相）執政期間。當年是日美兩國五十二年以來首次重提台海安全問題，日本在

7月公布的《防衞白皮書》也首次強調「穩定台海周邊局勢對日本的安全和國際

社會的穩定至關重要」br，預示着日本開始調整對台政策。據《日本經濟新聞》

「真相深層」欄目披露，美方在4月16日的日美首腦會談前，曾派遣熟悉東亞

事務的印太事務協調官坎貝爾（Kurt M. Campbell）訪問東京，要求日本和美國

合作加強對中國的威懾，並向日本施壓，希望東京制訂類似美國《台灣關係

法》（Taiwan Relations Act）的法案。熟悉中方核心底線的日方顯然難以滿足美

方的這一要求，為了防止時任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在日美首腦會談時亦

提出類似要求，同時避免華盛頓懷疑東京正在向北京過份靠近，「在首腦聯合

聲明中加入關注台海安全」的措辭作為妥協方案登場bs。

同時亦有迹象表明，日方並不想深度捲入台海衝突：據日本「共同網」

2021年12月27日報導，美國印太司令部指揮官、海軍上將阿奎利諾（John C. 

Aquilino）11月訪日時曾和自衞隊統合幕僚長山崎幸二等高層舉行會談。據防

衞省官員稱：會談後自衞隊高層臉色很差，似乎被美方施加了很大壓力。據

稱，美軍的作戰計劃沒有考慮西南諸島居民捲入戰鬥的風險，日方對此有所

不滿bt。12月26日日本放送協會（NHK）電視台播放的紀錄片《台灣海峽發生

了甚麼事》亦指出，日方目前沒有足夠餘力在戰事爆發時組織撤僑，中央政府

反而要求西南諸島地方政府先自行準備ck。

由此可見，當前中國主流的對日解讀，和日本內部的實情存在着很大差

距，在微觀層面日方的決策更多是出於現實的安全考慮，沒有迹象顯示日本

意圖藉此恢復對台灣的殖民野心。2021至2022年日本政府實際的對台方針

是：最大程度上制訂應對台海危機的管理預案，在可行範圍內滿足美國的要

c192-202206015.indd   30c192-202206015.indd   30 9/8/2022   下午2:269/8/2022   下午2:26



二十一世紀評論	 31

求，同時在外交上積極促進台海問題的和平解決；其政策特徵更像是不得不

捲入情況下的預防性措施，而非具有擴張性的主動軍事部署和挑釁。

（三）民族中心主義

前述布斯提出的民族中心主義現象，在中日關係的脈絡中又以甚麼形式

表現出來呢cl？2014年末，日本官方積極利用《朝日新聞》就錯誤報導慰安婦

問題的道歉事件，企圖向海外輿論澄清所謂對日本的「誤解」，強調戰時慰安

婦不是國家強制行為（即所謂「狹義的強制性」）。2015年1月15日，時任日本

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又就戰時日軍南京暴行的三十萬遇害人數，向中國提出

異議。在中國人的普遍認知中，這樣的做法無疑是為侵略戰爭漂白，難以饒

恕。但在日本社會，這一看待歷史的思維方式到底是如何形成的？

日本思想家加藤周一曾指出，中日的文化思維方式從根本上是不同的：

中國人從普遍原理出發，然後深入到具體情況，把握全體以包圍局部。但日

本人則執著於具體細節，重視特殊性，從局部開始以圖達到全體。日本學者

選題往往從小處着眼，其學風經常出現「見樹不見林」的傾向，也是源於這種

對事物理解的精緻細膩思維cm。熟悉中日兩國思維方式的《日本經濟新聞》編

輯委員村山宏也察覺到這一差別，曾撰文指出：中國領導人超越時空制訂長

期戰略的能力，日本人學也學不會；中國有優秀的戰略，但中層到基層幹部

能力都不高，無法貫徹戰略的事情時有發生。相反，日本的上層政府和企業

一直都推出了很多戰略，但是真正具有正常機能的戰略卻很少；日本的中層

和基層幹部並不參與描繪宏大敍事的戰略，卻對日常生活中自己的小小工作

一片熱心，就算日本人的組織戰略非常曖昧，但因為中層和基層幹部都很靠

譜，只要有差不多的目標就能良好運轉。如果說中國有「戰略病」，那日本就

是有「無戰略病」，從1931年「滿洲事變」（「九一八事變」）開始的中日戰爭就

常被用來證明日本沒有戰略cn。

在2000年代展開的中日共同歷史研究（2006-2009）的過程中，中方首席歷

史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教授步平亦留意到，中日雙方在解讀歷史過程中存

在方法差異，即日方專家側重於對一個具體事實進行細緻研究，並在此基礎

上分析其客觀原因和決策過程，所以日方學者認為中日戰爭存在各種各樣的

選擇和可能性。而中方專家則側重於近代中日關係的必然發展趨勢，強調近

代日本對中國侵略的計劃性和一貫性，並依此模式來理解這一段歷史；中方

專家認為，如果不研究各個行動間的前因後果的邏輯關係，無視事件的必然

性與因果關係，而是強調各個決策結果的非連續性和偶發性，是一種很危險

的「無構造的歷史觀」co。

中日兩國在歷史問題上的歧見，某種程度上也可以理解為以上思維方式

的不同而造成的誤解。例如，不少日本人認為把戰時日軍暴行和納粹德國的

暴行相提並論並不妥當，因為在細節層面日軍沒有像德軍那樣進行種族大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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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又如，以上討論的慰安婦問題，日本部分學者糾纏於在國內沒有找到「國

家強徵婦女」的一手歷史證據。2014年《朝日新聞》就這一問題的公開道歉更

加強了這一認識，令日本上下覺得有必要向外國澄清「國家強徵婦女」和「業者

強徵婦女」的區別。再如，在南京暴行問題上，日本承認事件本身的存在，但

認為中國提出的遇害人數不符合具體史料，在微觀層面有必要加以糾正。

從學術研究角度來看，日本在細節上注重考證的精神不可否定，但正如

步平不止一次地指出：日本的戰爭責任問題不只是一個學術問題，也是一個

受害國的感情問題和政治問題。日本官方在政治上糾纏於細節，不但無助於

中日雙方實現和解，反而容易給中國的輿論火上澆油，更加刺激受害國人民

的情緒。步平建議：中國學者需要花更多精力對中日雙方的史料有一個更為

細緻的解讀，關注當時每個事件發生的一些具體細節，而日方學者也應該意

識到，在對每個具體事實作詳細說明的同時，也應對整體事件發展的過程進

行思考cp。日本前外交官東鄉和彥也在2015年1月撰文指出，在國際社會（特

別是美國）的角度來看，日本強調的慰安婦是否由國家強徵的問題，無法改變

各國對暴行本質的判斷，在外國人來看，仍有「自己的女兒被強行帶走成為慰

安婦」之感；日本不斷強調國家沒有參與強徵婦女，給海外的印象就是「現在

的日本」在為「過去的日本」辯護，令日本的海外形象愈來愈糟。東鄉強調，日

本應該致力於和倖存的慰安婦達成和解。

三　未來：中日和解的條件和當務之急

進入2020年代的中日關係，和1972年已經大不相同。有曾經見證1970年

代中日蜜月期的學者認為，當前堅持發展中日友好極為重要，因為建交初期

兩國在如此艱難的政治環境下都能克服重重困難，今日沒有理由做不到cq。

然而今非昔比，中日國力自2010年代以來逆轉，日本社會的對華好感日益下

降，且對中國進取的外交姿態感到不安。在相互猜疑的氣氛下，中日兩國都

把自己視為受害者，而把對方視為加害者。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不僅需要

懷有改善中日關係的良好主觀願望，還應多從不同學科吸取實現和解的社科

知識，以圖改善長期以來相互不信任的兩國關係。

國際關係學者唐世平2011年在《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曾刊文談到達

成國家間和解的客觀必要條件cr。這些條件從構造（structure）、施動者（agent）

和渠道（channel）三個維度出發，包括了國際政治、國內政治；領導人特質、

公共知識份子；媒體和教育。

唐文認為，在構造這個維度，國際政治和國內政治的相互作用是和解成

敗的關鍵。國際政治層面，冷戰嚴重阻礙了戰敗的軸心國（加害國）與受害國

之間的和解；對於加害國而言，若受害國處於冷戰中的敵對陣營，則和解就

難以實現。國內政治層面，政治領導人的變化與代際更替也是影響和解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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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因素。例如，在德日兩國，更為坦率的官方道歉有助於國家間的和解，德

國社會民主黨（SPD）背景的總理勃蘭特（Willy Brandt）在1970年的「華沙之跪」

和日本社會黨背景的首相村山富市在1995年的道歉都是很好的例子。

在施動者這個維度，開明的領導人和具有反思精神的公共知識份子群

體，也有助於國家間和解過程的展開。一切族群與國家都擁有某種集體（或群

體）的共同記憶，這種記憶往往具有顯著的韌性，並構成國家的集體認同，而

這一認同又反過來塑造國民的歷史記憶。所有的集體記憶，都是制度化和社

會化過程的產物，存在着強有力的路徑依賴，立足於政治權力和政治過程。

因此，成功的和解需要具有強烈道德信念和政治技巧的國家領袖在其中扮 

演重要角色。同時，公共知識份子群體亦可利用自身的地位、聲望和知名度

來塑造社會話語體系，進而影響和解的正義進程。例如，德國公共知識份子

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曾參與有關德國二戰歷史的辯論，在一定程度上

遏制了歷史修正主義者試圖漂白納粹邪惡歷史的企圖。

在渠道這個維度，對集體記憶的重塑也是和解的關鍵，而和解只有通過

兩國社會的交流才能實現，在這一過程中媒體與教育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

用。首先，受害國和加害國都會通過媒體（例如電影、電視、報刊和文學作

品）來重塑或加強集體的歷史記憶；其次，教育是再造與重構下一代的集體記

憶的關鍵。因此，國家內部的左翼與右翼往往會圍繞歷史教科書的編撰問題

展開政治爭論，因為這將影響未來一代的歷史認識。

如果把這些有關和解的客觀條件放在中日關係的脈絡下來審視，我們會

發現，中日和解的實現在可見的未來依然是一項具有挑戰性的系統工程。國

際政治層面，2020年代中美競爭的國際格局，令作為美國在東亞的重要盟友

日本很難向中國實施戰略接近。國內政治層面，中日兩國領導人都要顧及雙

方內部對於另一方的反感情緒，在具體政策上的讓步空間有限。媒體環境層

面，自媒體的興起令兩國傳媒進入不確定的「後真相時代」，傳媒能否起到防

止中日誤解、促進和解的作用，仍是疑問。在這樣的情況下，中日兩國的公

共知識份子群體在教育和媒體層面將扮演相對關鍵的角色。兩國學者可以利

用自身的地位、聲望和知名度共同編寫歷史教科書，並促進兩國輿論的客觀

討論，引導媒體向理性冷靜的方向發展。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五十周年之際，筆者認為，中日兩國的當務之急是要

首先拆除釣魚島領土糾紛這個在極大程度上可能危害未來中日關係走向的定

時炸彈。有迹象表明，2010年的中日漁船撞擊事件和2012年的釣魚島國有化

事件，令日本國內在安全方面的對華危機感明顯上升。2010年撞船事件後，

日本民主黨政府釋放了撞擊海上保安廳巡邏艇的中國漁船船長，加深了日本

人受到中國威脅的恐懼心理，令日本社會強烈感到受中國壓迫。在這一不信

任的氛圍下，當中方提出日本需重回擱置共識，承認釣魚島存在領土爭議

時，日方卻會懷疑中國背後的動機，質疑北京會否提出進一步領土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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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中國國內出現「琉球再議」的文章，更加強化了日本國內的這一認識，

成為日本右派說服民眾接受中國正成為「擴張霸權國家」的論據cs。

前美國在台協會主席卜睿哲（Richard C. Bush）在其《一山二虎：中日關係的 

現狀與亞太局勢的未來》（The Perils of Proximity: China-Japan Security Relations） 

一書中專門探討中日海上領土糾紛。作者指出，釣魚島主權爭議複雜，中日

之間的歷史恩怨、雙方的國內政治和民族主義情緒失控、對雙方意圖的情報

誤判，以及文武關係（civil-military relations）的失衡，都極易觸發兩國間不必

要的衝突ct。中日在釣魚島問題僵持不下，表面看似純屬領土問題的對立，但

究其深層成因，與上文提到的中日兩國長年的相互不信任存有莫大關係。

如今，在日本國內，中方海警船「入侵尖閣諸島」的相關新聞經過各大媒

體反覆炒作報導，令很大一部分不熟悉中日領土糾紛複雜歷史背景的一般日

本民眾把釣魚島問題視為中國海上力量對外擴張的徵兆。在兩岸三地華人意

識中作為歷史屈辱象徵的釣魚島問題（或保釣情懷），在日本卻已經蛻變成確

保本國主權和安全的現實政治議題。對此，中日兩國的有識之士在2012年前

後就對釣魚島問題的惡化憂心忡忡，並曾經提出化解中日對立的可行方案。

北京大學國際政治學者王逸舟在其著作《創造性介入：中國外交新取向》中指

出，在中國崛起的戰略機遇期，中國要成為一個「謙虛而謹慎的大國」，以創

造性智慧化解涉及主權邊界的安全挑戰。在中日領土糾紛問題上，王逸舟引

用了早稻田大學教授、中國問題專家天兒慧的構想，建議中日兩國建立海上

危機預防的議事規則和協作準則，在中日之間敏感而重大的主權爭端區域建

立「特區」，防止領土危機危及兩國根本利益和周邊穩定dk。

中日關係最為理想的狀態是：日本勿忘歷史，中國寬容大度。兩個曾經

兵刃相接的國家要化解歷史恩怨，絕非易事。正如2020年過世的哈佛大學東

亞問題專家傅高義（Ezra F. Vogel）生前所建議的：中日兩國政府應該向兩國國

民提供更準確的歷史敍事，並對當下的兩國關係進行更持平的講解，避免讓

歷史問題繼續惡化dl。同時，跨文化和解是極為複雜的族群間溝通過程。雙

方往往慣性以本國的文化視角來解讀對方族群的意圖和行為，令加害者和受

害者之間的誤解和猜疑不斷加深。由於二戰結束後冷戰結構在東亞地區的迅

速形成，使得中國和日本在和解過程中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後遺症。面對長年

的相互認知差距，中日兩國首腦和民間有識之士在邦交五十周年之際，都應

嘗試加強溝通交流，學習換位思考，強化危機預防機制，構建相互信賴關

係，為中日釋疑與歷史和解的實現注入曙光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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